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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变局下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分析

吴巧生，薛双娇

摘　要：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关键矿产

资源供给安全。论文基于矿产资源供给风险传导机理形成的理论解释与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

探讨中美贸易变局下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问题。结果表明：（１）随着中美贸易与中美经济实力地位的演变，

两国经济的协动性以及关键矿产资源整合力度在不断加深，关键矿产资源在这种竞争格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

色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从关键矿产钴资源的供给安全形势看，唯有两国开展资源合作，共同推进

全球资源安全与平衡，才有可能实现各自的安全目标。（２）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

势，但在未来制度安排方面，中国潜能更为突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化解中美贸易变局带来的风险，

中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政策安排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综合施策：一是科学厘定关键矿产资源种类，评

估其安全性，并进行动态监测与预警；二是经略全球资源，以资源、产业和市场为纽带，适应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实现资源战略转变，谋划中国百年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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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与矿产资源密不可分，在气候变化、资源危机、人类健康、地缘冲突、全球治
理、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挑战中，矿产资源的角色都非常关键。当前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化解资源供给外源风险、维护发展权益，
到生态文明建设内源性的协同需求，再到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形势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必须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
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如何客观认识这种新的变化以及全球化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自然就成为了我国
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如何强化全球资源供应风险的大
国意识与责任担当，化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与外延扩张面临的高限效应，是我
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未来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公布了 “３０１调查”结果，严加指责中国存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同时
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多种类型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随后，中国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采取反制措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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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有关商品加征关税。时至今日，中美关系格外耀目，两国平稳协作的态势面临
诸多不确定性，中美贸易变局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虽然中美贸易的相互依存作为双边关系的
“压舱石”，推动了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但贸易失衡导致两国经贸关系的非对称性加剧，进一步强化
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引发中美贸易变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除贸易失衡外，中美贸易变局
的原因错综复杂。在经济上，两国经济体制的截然不同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匹配是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
主要诱因［１］；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的萎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背
景［２］；而在出口市场上，中国过于依赖美国的情形一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两国贸易摩
擦发生的风险［３］。在政治上，“中国威胁论”等战略遏制是促使美国对华挑起贸易争端议题的主要原
因［４］。总体来看，中美贸易关系中的竞争性和冲突性风险显著增强，中美贸易冲突背后的实质是中美
两国虽受惠于交织性或互补性的贸易关系，但严重制约于竞争性的大国关系。
显然，中美两国经济政治上的这种竞合关系，必将直接影响双方各领域的重大制度安排。具体

到矿产资源领域，２０１７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了 《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
总统令，意在确保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随后，２０１８年３月美国内政部又公布了
《国家关键矿产目录》，渲染来自中国矿产资源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面对美国的这种制度安排，中
国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中国自身发展对关键矿产资源需求具有内生性。作为一个正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首要目标并不是简单争夺矿产资源国际控制权，而是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鉴于目前中国人均ＧＤＰ尚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
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关注的核心仍然是多方面、多渠道考虑提升矿产
资源供给能力的措施，在矿产资源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促使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与开发更加
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矿产资源的稳定持续供给。另一方面，面对全
球化导致的全球性问题的显现以及全球治理的需要，必须主动积极防范威胁国家资源供给安全的外
部风险，在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层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以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
统综合保障能力为基础，以服务于国家 “两个百年”战略目标为核心，化解中美贸易变局等外部冲
击带来的风险与压力，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政策的战略选择。

二、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内涵与风险传导的理论解释

（一）关键矿产资源的界定
早期有关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研究源于国家物资储备视角，主要依据满足战时军需和民用

来界定关键矿产资源。伴随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凸显，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和创新能力制高点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目标，随之关键矿产
资源的内涵从满足战时物资需求开始向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战略新兴产业需求转变。关键矿
产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国际上关键矿产资源的定义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后诸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大多

认为关键矿产的界定及评价主要涉及供给因素 （包括地质技术有效性、经济有效性和再生利用）、
地缘政治因素 （政策与规制、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集中度等）、需求因素 （未来需求和可替代性）
以及其他因素 （技术进步、环境约束、经济重要性等）［５］［６］［７］。Ｅｒｄｍａｎｎ等［８］认为，关键矿产的界
定是由资源储量水平、当前及未来的供给与需求、国家及产业分布集中度、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
是否可以再生利用、可替代性、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重要性、资源勘查预算、矿业投资等因素共同
决定的；Ｄａｗ等［９］基于欧盟确立的关键矿产评估模型，对法国关键矿产锂资源从供给风险、经济
重要性、国际原材料转换指数 （ＴＩＭ）角度对其安全性进行了定量分析；Ｍａｓｏｕｄｉ等［１０］从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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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角度，对伊朗关键矿产萤石进行了地缘经济学分析；还有学者强调了供给多样性在关键矿产选择
中的重要性［１１］。从文献计量角度看，２００５年至今的文献中涉及被评价的矿产资源种类有５７种，其
中，稀土 （ＲＥＥ）、铂族金属与铟等普遍被确定为关键矿产，大多数研究认为钨、锗、钴、铌、钽、
镓、锑是关键矿产。
在我国，至今尚未正式发布 “关键矿产”清单或名录，只是在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中增列了战略性矿产目录，涵盖石油、天然气、铀等能源矿产；稀土、铁、铬、铜等金属
矿产；磷、晶质石墨、钾盐等非金属矿产。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对于战略性矿产资源也没有一个
明确、公认的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陈毓川［１２］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一个综合性
概念，是指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安全必不可少，而国内不能保障或可影响国家市场的矿
产资源，并依据矿产资源情况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将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分为：短缺
的矿种———石油、铁、铬、锰、铜、铅、钾盐、铂、钴、金刚石；有关国防安全的矿种———铀、黑
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等３０多种；优势的矿种———钨、锑、铋、稀土、锂。
张新安等［１３］［１４］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是指在保证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本国供应的数量不
能满足需要、国外的供应也不甚充足、达到了急缺临界点的矿产资源；随后又通过对日本稀有金属
保障战略、欧盟关键矿产原材料报告、欧盟关键矿产清单等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高技术矿产概
念，即因技术和经济因素提取困难、现代工业及新兴战略产业所必需的矿产，一共包括３３种金属
矿产，分为优势的战略高技术矿产———稀土、钨、锑、锂、镓、锗、铍、镁、铟、铋、锶、钒、
钪、钛、镉、硼、钡、钼，短缺的战略高技术矿产———铂族金属 （特别是铂、钯、钌）、钴、铌、
钽、锆、铪、碲、铷、铯、铬、铼、硒、铊、铀、钍。齐亚彬［１５］认为，战略性矿产具备以下关键
特征，诸如必须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在国家发生战乱时必须依靠进口等，各国可以结合
本国矿产资源的形势以及综合国力来确定属于本国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其中，能源矿产包括有石
油、天然气、煤炭、铀，金属矿产有铁、铜、锰、铅、锌、铬、镍、钴、钨、钒、钛、锡、稀土、
锑、铂族金属，非金属矿产有石墨 （天然）、钾盐、硫、磷、钠盐、水泥灰岩。陈其慎等［１６］认为，
战略性矿产资源特指由于国内供应不足或生产技术落后而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国外供应中断或出现
价格大幅波动对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矿产以及对世界矿业市场具有调控能力的

国内优势矿产，并通过半定量的指标体系确定了我国非能源领域３８种战略性矿产，包括３３种金属
矿产和５种非金属矿产，即铁、铜、铝、铬、钴、镍、锰、铂族、锆、铌、钽、铍、锌、铼、钛、
稀土、钨、铅、铪、镓、锂、金、锡、铋、钼、锑、锗、铟、铊、镉、钒、汞、银、钾盐、金刚
石、磷、硫、硼。卜小平等［１７］给出了包含几个具体方面特征的优势战略性矿产资源概念的相关定
义：首先是矿产资源的人均资源量上与别国相比占据优势；其次是能够保障我国预期经济社会发
展，其供应数量的多少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是在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重
要矿产资源，且在危急时刻不能找到来源可靠的替代品。赵洋等［１８］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事关一
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国际竞争力，拥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
标。李宪海等［１９］将战略性矿产资源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对国民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大影响
的矿产资源，并从经济安全性和国防安全性两方面，建立了包括支撑状态安全指数等４个一级指标
和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度等１１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彭齐鸣［２０］认为，战略性矿产所涵盖的矿
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供需关系而不断调整。黄琳等［２１］基于 《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总结归
纳当前重点领域急需的新材料所需的主要重要矿产———稀土、硼、石墨等战略性资源是研制、制造
新材料必不可少的 “味精”和 “激素”。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国外界定的关键矿产资源与国内学者定义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具

有诸多共同特性，即：（１）这类矿产资源是事关国家军事、国防、民生或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尤其

—１７—

吴巧生，等：中美贸易变局下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分析



是战略或关键领域 （高技术领域、新兴战略性产业）所必需的重要或关键矿产资源；（２）本国在资
源禀赋或生产方面占有优势，但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或生态环境约束而严重依赖进口，或者在国际
市场上定价权缺失，或对应用相关矿产品的核心技术未能完全掌握的矿产资源；（３）本国在资源禀
赋、生产或矿产品应用上没有明显优势，一旦遭遇紧急状态，进口渠道及可供性容易被干扰或阻遏
的矿产资源；（４）关键或战略性矿产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国家对关键或战略性矿产资源种
类或目录的划定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变化而进行调整，具体依据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市场条件
而进行动态调适。据此，本文将关键矿产资源定义为，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或与国家安全密
切相关、同时供给层面存在重大风险的矿产资源，具体种类的选择可以根据资源的市场条件与国家
政策目标来确定并加以动态调整。供给风险、经济重要性与环境约束是关键矿产资源界定的三个主
要维度。

（二）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内涵的探讨
各国政府或部门机构对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 “一战”时期，世界

各国就特别关注关键原材料的储备问题［２２］。１９３９年，美国发布 《战略性关键原材料储备行动》法
令，将铬、锑、锰等视为关键矿产［２３］，意味着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已被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
高度。从现有文献看，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认识。能
源作为矿产资源的重要品种，对研究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最有影响的
是，１９７４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将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定义为原油供给与价格的稳定。随着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显现以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将生态
环境、技术、风险治理等引入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研究，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涵盖供给安全、经济安
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也赋予了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更深层次的内
涵［２４］［２５］［２６］。但至今为止，学界普遍认为资源供给安全并没有标准的定义，也很难定义。矿产资源
供给安全评价指标系统性缺乏，难以量化，其安全性测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目前矿
产资源供给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与使用安全两个层面。供应安全层面主要反映
国家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在一定时期受到的经济技术约束；使用安全层面主要涉及的是矿产资源
可持续发展问题，与生态环境约束有关。普遍看来，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定义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概念的主体是国家，其目的强调的是国家战略需求，认为关键矿产资源
供给安全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及核心利益；二是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与一般的矿
产资源供给安全概念一样，倾向于多元化和模糊性，环境、社会、技术等维度的加入使得关键矿产
资源供给安全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三）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传导的理论解释
一般认为，资源供给需求的分离、经济协动性是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传导的重要原因，其传

导具有 “波纹效应”———风险的联动效应。据此，本文尝试从经济协动性与关键矿产资源流动的角
度建立理论模型，解释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在中美之间的传导机制。具体的理论推导如下：
假设ｘ、ｙ两个主体，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美国，某种关键矿产资源的生产量分别为ｎｘ、

ｎｙ，生产总量ｎ＝ｎｘ＋ｎｙ，其生产具有跨国流动性。两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ｙｘ、ｙｙ，总消费
由资源消费ｓｘ、ｓｙ 和其他消费ｚｘ、ｚｙ 构成；资源价格为ｐｘ、ｐｙ，由市场价值ｆｘ、ｆｙ 和供给风险诱
致的价格波动部分ｂｘ、ｂｙ 构成，即ｐｉ＝ｆｉ＋ｂｉ，ｉ∈｛ｘ，ｙ｝；两个主体的资源需求总量为珋ｓｘ、珋ｓｙ。假
定消费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面临如下最优化问题：

Ｕｉ＝ （ｓｉ）α（ｚｉ）１－α　ｉ∈ ｛ｘ，ｙ｝

ｓ．ｔ　ｐｉｓｉ＋ｚｉ ＝ｙ烅
烄

烆 ｉ

（１）

依据式 （１）求解，得到资源价格中供给风险诱致的价格波动的表达式，如式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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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α
ｎｉｙｉ
珋ｓｉ

－ｆｉ　ｉ∈ ｛ｘ，ｙ｝ （２）

ｂｉ／ｆｉ＜０，表明价格波动与市场价值呈反向变化，即给定价格水平条件下，价格波动与市
场价值此消彼长。ｂｉ／ｙｉ＞０，表明价格波动与经济发展呈正向变化，资源市场往往与实体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经济繁荣时，市场普遍预期资源价格上涨，投机活跃，资源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经
济萧条时，则情况正好相反。
假设两个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差分别为ｖａｒ（ｙｘ）＝σ２ｘ ，ｖａｒ（ｙｙ）＝σ

２
ｙ 。在全球治理、要素流

动等机制作用下，主体间经济发展存在协动性，即ｃｏｒｒ（ｙｘ，ｙｙ）＝ρｘｙ＞０。假定资源的市场价值ｆｉ
不存在相互影响，两主体资源价格波动的协方差可表示为式 （３）。协方差可衡量资源供给风险的跨
国传导效应强弱。该指标越大，则某主体资源价格波动大幅变化，对另一主体资源价格波动产生的
影响越大。

ｃｏｖ（ｂｘ，ｂｙ）＝α
２　ｎｘｎｙ
珋ｓｘ珋ｓｙρ

ｘｙσｘσｙ （３）

由式 （３）可知，ｃｏｖ（ｂｘ，ｂｙ）／ρｘｙ＞０即资源供给风险传导效应与经济发展协动性呈正相关。如果
两主体ｘ、ｙ经济发展协动性较高，当某主体ｘ资源供给风险增加时，资源价格就会上涨，则投资者
普遍预期另外主体ｙ也会呈现类似走势，在预期自我实现过程中，主体ｘ的资源价格水平也会上升。
据此提出如下认识，即两主体经济发展的协动性越强，资源供给风险的跨国传导效应越强。
主体ｘ资源产量占两主体总产量比重为θ＝ｎｘ／ｎ。θ表示产量相对规模。θ越接近１／２，两主体

资源产量规模越相近，则式 （３）可变形为式 （４）：

ｃｏｖ（ｂｘ，ｂｙ）＝α
２（１－θ）θｎ２

珋ｓｘ珋ｓｙ ρｘｙσｘσｙ （４）

假定由于资源禀赋等因素限制，主体ｘ的初始规模较小，θ＜１／２。此时，ｃｏｖ（ｂｘ，ｂｙ）／θ＞０，
资源供应风险传导效应与资源流入呈正相关。当主体ｘ资源供给风险增加诱致的资源价格水平较高
时，会刺激主体ｘ投资，扩大产能，同时也会加大从主体ｙ的进口，导致后者需求增加，资源价格
上升。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即资源流动性的提高会加剧资源供给风险的跨国传导。
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目标是对国家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等根本利益的维护。资源供给安

全威胁的来源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还可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中美贸易
与中美经济实力地位的演变，两国经济的协动性以及关键矿产资源整合力度无疑在不断加深，中美
贸易变局对两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意义显然超出了一般性资源供给中断的影响，关键矿产资
源在这种竞争格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具有全局意义。

三、中美贸易变局与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态势

（一）中美贸易演变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根据汇率计值，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５％，１９８９年已上

升至１０％左右，１９９７年约为１６％，２００６年已经超过１／４，２０１３年是美国的１／２，到２０１７年中国经
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１５％左右，并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约占美国的６３％。２０１７年中
美两国的总量指标情况如表１所示，其中，两国累积出口３８　１００亿美元；中国出口贸易额占ＧＤＰ
的１８．５％，高达２２　６３３．２９亿美元，贸易顺差约为４　２１４．４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 ＧＤＰ的

７．９８％，为１５　４６７．２４６亿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８　６２７．０５亿美元，失衡较为严重。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协动性越来越强，产业也由互补转向为竞争。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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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中美两国经济总量指标对比

人口规模
（亿）

ＧＤＰ规模
（万亿美元）

人均ＧＤＰ
（美元）

出口贸易
（亿美元）

进口贸易
（亿美元）

贸易顺差
（亿美元）

中国 １３．８６４　 １２．２３７　 ８　８３１　 ２２　６３３．２９　 １８　４１８．８９　 ４　２１４．４
美国 ３．２５７　 １９．３９１　 ５９　４７８　 １５　４６７．２４６　 ２４　０９４．９５１ －８　６２７．０５
世界 ７５．３　 ８０．７３８　 １０　７６５　 １７８　２００　 １８０　２８０　 ２　０８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局数据显示，美国进口额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占ＧＤＰ的比重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来自
中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也仅有１．１％小幅度的增加 （如图１所示）。中国对美出口与美国
同期进口的变化态势基本保持一致，其中，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由１　６９５亿美元增加
至５　６３５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也由８．８％上升至１４．５％。中美经济关系具有互补性和整体
上共赢的特性，而且中美贸易的依赖度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以及新技术的依赖尤为明
显，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在不断加剧。

图１　中美贸易与中美经济实力地位演变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ＢＥＡ），美国农业部国际比较数据 （ＵＳＤＡ）。

从主权属性与历史属性看，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意志，具有高
度不确定性。由于不可能准确估计别国的意图，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会成为常见现象，资源合作会
尤为稀少。关键矿产资源作为关键的原料来源，自然会在这种竞争格局演变中扮演 “威胁－制衡”
角色。中美贸易变局对两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分析：中美两国比较视角
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资源禀赋优、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

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在全球矿业市场中的寡头地位。２０世纪初，美国开始通过军事、政治、金
融、技术等手段，对全世界矿产资源的贸易、价格、生产、消费等多领域进行全方位布局与把控，经
略全球矿产资源，并对全球新兴关键矿产资源及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为了增强在全球政治、
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力，注重管控全球的关键矿产资源。关键矿产资源作为国家经济增长
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后盾之一，无疑给美国实现全球霸主地位的愿望铺下了基石。目前，美国
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已形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适时公布关键矿产种类及目录并进行动态跟踪，先
后有９个部门开展过关键矿产资源的研究，包括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ＧＡＯ）、美国国防后勤局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ｇｅｎｃｙ，ＤＬＡ）、美国国防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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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ｓｅ，ＤＯ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ＲＳ）、美国防务分析研究
所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ＤＡ）、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ＲＣ）、美国能源部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ＤＯＥ）、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ＮＳＴＣ）、美国内政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ＯＩ）。其中，依据矿产资
源的相对重要性或危机性，将其分为四类并建立矿产资源金字塔，一类是塔尖上的，即重要性或危机
性最强的矿产，包括铍、钇、铌、钽、铂族、钴等１４种，镍、铜、铝土矿、钼等１１种矿产被列为重
要性或危机性较强的矿产，铅、锑、镉、萤石、汞等２５种矿产被列为相对重要的矿产，砷、云母等

２８种为重要性最差的矿产，并对金字塔上不同层级矿产进口来源国风险进行了分析。结合关键新兴产
业发展实际，美国能源部厘定了清洁能源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并结合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方向，对全
球新能源产业所需矿产的未来供给和需求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近期，随
着中美贸易局势的进一步演变，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矿产资源贸易风险，美国内政部 （２０１８）对外公布
了包括铋、铂族金属、锑、碲、钒、锆、钴、铬、铪、氦、镓、钾盐、钪、铼、锂、铝 （铝土矿）、
镁、锰、铌、铍、铷、砷、铯、石墨 （天然）、锶、钛、钽、钨、锡、稀土、铟、萤石、铀、锗、重
晶石等３５种关键矿产目录，其中，诸多矿种的供应主要来自中国，是应用于新兴战略性产业或国防
等关键领域的矿产资源。
中国是美国多种关键矿产资源的主要来源国，尽管美国关键矿产目录有渲染中国矿产资源风险

的嫌疑，但作为中美两国矿产资源领域竞争性加剧的结果，其实质已体现美国在面对两国贸易关系
问题的认知上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政策取向上更加偏重国际与国内发展目标的协同。与美国相
比，中国在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存在一定的优势，在中美贸易变局中的 “威胁—制衡”地位
不可忽略，但受全球供给格局以及国内发展如环境约束问题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
安全不可能、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以及对全球资源供给安全造成明显影响，更可能的选择是，
在提高关键矿产资源国内需求韧性、消除供给不确定性等方面综合施策，以满足国家 “两个百年”
发展目标对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
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是多层面、多维度的。世界各国的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具有不可分割

性，彼此相互交织，仅仅强调国家自主行为或策略，既不能保障全球矿产资源供应稳定，也会影响
自身安全目标的实现。唯有树立以 “全球共同安全”为导向的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观，全方位提
升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统筹国内行动与国际合作，主动应对并积极防范威胁国家资源供应的各种
内外风险，才是未来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供给风险治理的现实选择。
以钴资源为例，全球资源分布高度集中，但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广泛，生产地区和生产企业呈寡

头垄断。钴资源的生产与冶炼加工存在明显的区域分离。目前，全球钴储量约为７１０万吨，主要分
布在刚果金、澳大利亚等国家，生产集中在刚果金，２０１７年其产量占到了世界的约６０％。随着全
球加大对矿山钴的开发利用，全球钴资源储产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０３年全球钴资源储产比为

１４５年，到２０１７年已降低至６５年。２０００年全球矿山钴产量所有国家的ＨＨＩ指数为１　５９７，而２０１７
年这一指数上升为３　６１８。同时，全球矿山钴生产企业高度集中，市场结构倾向寡头垄断。与国外
相比，中国钴资源相对紧缺，查明资源储量为６８．７８万吨，但具有开采意义的储量仅为２．６８万吨，
具有分布地区广泛、品位低、储量小、富矿少、贫矿多、独立成矿少、伴生成矿多的特点。但中国
是个精炼钴生产大国，２０１６年中国用全球１．１％的钴储量支撑了全球４８％的钴产量，大部分钴原
材料依赖进口。与此同时，中国是美国的钴资源第二大进口国，２０１７年占其总进口量的１５％。在
需求方面，钴的需求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趋势比较吻合。２００５年以前中国钴消费量相对较低，
随后消费量快速增加，２０１６年中国钴消费位居全球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３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年
均增速高达１７％，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另外，中国钴资源９５％以上依赖进口，其来源国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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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刚果金。刚果金矿业开发条件表面逐渐趋好，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其中有基础设施落后、局
部冲突多发、管理混乱、开发成本高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地缘政治、对外依存度高、市场
波动等多重冲击下，中国钴资源供给安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当然，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
落实，钴资源的回收利用正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１０年间全球再生钴产
量年均增速约８％。全球再生钴利用率上升的这种趋势，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缓解世界钴资源供应安
全保障的压力。不管中美贸易变局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钴资源供给安全而言，两国都将面临严峻
形势。为维护全球资源共同安全，两国应该携手为完善钴资源全球治理机制做出努力。

四、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关系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具有国家主权属性并代表国家意志的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
全问题作为一种重大的制度安排，中美之间的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
济制度为国家摆脱资本意志的不良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使得国家得以摆脱资本逐利本性的
制约，更有利于国家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谋划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
政策的安排亦如此。相比美国，就长期与整体而言，中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潜在制度安排会
更具有优势，可以动员相当一部分资源，在提高关键矿产资源需求韧性、消除供给不确定性等方面
综合施策，满足国家发展目标，保障关键矿产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
本文从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内涵的理解以及矿产资源供给风险传导的理论分析出发，结合中

美两国贸易关系的演变，分析了中美贸易变局对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影响。总体来看，中美经
济协动性强，两国的利益交叉点较多，美国对中国的关键矿产资源依赖性较强，但中国制造业及新
材料产业发展更依赖美国。如何发挥关键矿产资源的 “威胁－制衡”效应，可能会成为中美两国应
对贸易变局的重要工具选择。实际上美国已有所行动，但都受全球资源供给风险的约束，政策时间
一致性问题会比较突出，最终可能会出现 “两败俱伤”的局面，进而引发全球矿产资源供给波动的
级联效应，直接影响矿产资源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从长远看，如何构建更加公平和包容性发
展的矿产资源合作新机制是事关中美两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核心问题。
客观认识与评价中美两国自身资源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是中美两国关键矿产资源领域合作面临

的重大挑战。一方面依赖于两国资源管理制度与资源治理体系的自我修复和完善。中美两国矿产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一个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对于目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显现出来的问题，
在依靠自身调整机制的同时，还有必要共同塑造一个合作共赢的资源治理体系，创新两国资源治理
机制，确保中美两国矿产资源贸易对两国经济和各社会群体都有利。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两国共同利
益的挖掘与识别。需要重点关注两国资源合作发展的收益和红利分配，创新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更
多体现国内国际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有效解决政策目标调整中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为化解中美贸易变局带来的风险，中国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综合施策。

１．科学厘定关键矿产资源种类，评估其安全性，并进行动态监测与预警。密切关注美国在关
键矿产资源领域的所作所为，根据中国国情对 “关键矿产资源”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科学、全
面、动态评估全球及国内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开发利用条件及其在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应用前景的
基础上，更加科学地厘定关键矿产目录，确定评估方式和更新机制。科学预测关键矿产资源的供需
形势，评估其安全性，并建立常态化的预警机制，防范 “灰犀牛”风险。

２．经略全球资源，以资源、产业和市场为纽带，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两大资源战略
转变，谋划中国百年发展空间。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由 “充分利用 ‘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向 “合理保护国内资源，在 ‘优态共存互利’原则下最大限度利用境外资源”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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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 “关键矿产资源全球战略”提升为 “国家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统筹 “经略全球关键矿
产资源”，即以资源、产业和市场为纽带，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增强中国对世界资源尤
其是关键矿产资源的掌控能力，全面提升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谋划中国百年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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